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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变革迫使企业对运作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和再设

计，并在愈加多变、不确定和模糊的环境中面临数字化转型挑战
[1]。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22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报
告》显示，30%的企业制定了增加数字化投资的战略规划，60%
的企业将继续加大对数字化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很多企业未
能较快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领导因素成为首要原因 [2-3]。

目前,关于数字化领导的研究还处于兴起阶段[4]，多侧重于
探索其对组织创新管理、动态能力和组织绩效等的影响[5-9]，
或是探索其对员工个人创造力的影响[10]。鲜有学者探讨数字化
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团队是很多组织实现创新的基本单元
[11]，团队领导是核心因素，因此，探究数字化领导如何作用于
团队创造力对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领导作为重要信息来源会给员工
提供各种信息线索[12]，团队领导的行为影响着信息传递的内容
和方式, 团队成员则根据获取的信息形成感知、态度和行为[13]
。拥有高认知灵活性的团队成员，在感受到领导所展现的关于数
字化转型的远见卓识和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积极支持后，能够更有
效地进行信息处理加工，提出多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形成强大的
团队创造力。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探究数字化领导如何通过团队
认知灵活性对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
1.数字化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数字化领导是领导研究领域的新议题之一，本研究认为数

字化领导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明确企业数字化愿景，并向下属准
确传达其价值；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工作并优化业务流程；更
加重视数字知识与技能，鼓励员工通过知识共享在团队内部传递
新的知识、技能和信息；构建开放包容的实验文化和宽松的团队
氛围，鼓励团队成员创新与实践。

团队创造力是指团队在团队成员领导的影响下，在工作互
动中彼此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从而开拓和深化自身原有的观
点和认知，产生新颖独特且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想法和创意，并
能够付诸实践[14]。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要求领导者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与能力，
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创新管理模式，优化商业决策，推动团队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领导能为团队提供数字化资源，促进高效工作
流程与模式，缩小团队与新技术的隔阂，增强团队资源获取能
力、团结合作能力及环境适应性，提升团队创造力[15]。他们构
建符合市场趋势的愿景，传递数字化价值，引导团队应对数字化
时代的机遇挑战，明确团队工作任务方向，助力团队成员完成在
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转变。该过程既阐释了数字化的重要性，促
使团队成员反思并改进旧方法，提升创新动力[16]；又增强了成
员对数字化目标的责任感，激励他们主动追求新知识、新技能，
产生更多创造性行为来提升工作绩效[17]。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数字化领导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

2.数字化领导与团队认知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是指人们能够根据情境的不同，在多种任务之

间进行灵活转换以适应新情境的认知能力[18]。数字化时代意味
着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团队需要对当前数字技术的
发展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及时对市场的走向和趋势做出预测
和应对，因此新信息和新知识的汲取是提高认知灵活性的重要
因素之一[19]。

数字化领导为团队引入前沿数字信息和知识，增强团队知
识储备与多元视角，并培养数字化思维，提升团队适应新变化和
执行能力。数字化技术促使领导职能从控制转向与团队成员的双
向沟通，营造开放的团队氛围，鼓励成员探索数字技术并转化为
实际成果，帮助团队在面对内外部数字化变革时发挥自主性，打
破认知惯性，增强灵活性[20]。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数字化领导正向影响团队认知灵活性。
3.团队认知灵活性与团队创造力
在Amabile在1996年提出的创造力成分理论中的认知解释

功能中提出，创造力是领域相关能力、创新相关能力等成分相互
作用的结果，其中认知因素是创造力产生的关键因素[21]。随着
团队逐渐替代个体成为决策主体，认知灵活性概念也从个体层面
拓展到团队层面，被视为一种能够实现灵活构建与转换认知结构
的团队认知能力，具体表现在团队成员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转化心
理表征，调整信息加工模式并寻找不同问题解决方案，这种认知
思维对团队的创造力提升有所裨益[22]。

高认知灵活性的团队能积极调动自身的认知资源和情绪资
源，快速识别多元化知识边界，选择最优知识组合，保持持续创
新活力，促进团队互动与沟通，提升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水平。李
海等（2016）发现，认知灵活性的提高，可以带来问题识别能
力的增强，从而提高创造力[23]。李正卫等（2021）提出认知
灵活性是创造力形成和提升的重要前提，创造力尝试要求不被现
有的产品和思路局限，敢于变通、积极尝试。认知上相对灵活的
成员在面对工作时往往能够发散思维，并且在实践中集思广益、
勇于尝试，这些都是创造力形成和提升的重要路径[24]。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团队认知灵活性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
结合H2、H3的假设，认知灵活性使团队成员能够采取更加

丰富的方式对相关信息与知识进行深入解读，弥补团队成员固
有的认知方式与认知偏好等缺陷，并促进思维发散和注意转换
以适应多种情境，为团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H4：团队认知灵活性在数字化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

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两种方式获取数据，一是借助作者的社会关系

向工作团队发放调查问卷，二是借助专业调研平台见数招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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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显优于其他模型，且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差（x2/
df=2.815, RMSEA=0.105, CFI=0.789, TLI=0.764），表明本研
究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领

导与团队认知灵活性之间展示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374
，p＜0.01），团队认知灵活性与团队创造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r=0.825，p＜0.01），数字化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r=0.311，p＜0.05），为本研究的假设检验
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3.团队层面数据的聚合检验
本研究数字化领导变量的量化评估依托于团队成员评分，

需要将个体层面的评价数据聚合至团队层面再进行分析。使用
组内一致性系数Rwg、组内相关系数ICC（1）及ICC（2）三
项关键指标来说明数据聚合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数据分析结果
显示，Rwg值为0.797（不低于0.700），ICC（1）值为0.511
（大于0.100），ICC（2）值为0.931（大于0.700），说明可
以进行数据聚合，可以将个体层面数字化领导评分平均值作为
团队层面该变量得分。

4.假设检验
首先运用SPSS23.0通过层级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层次线性模型的结果显示，数字化领导会对团队
创造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79，p=0.030＜0.05），假
设H1得到支持。表3中模型2的结果显示，数字化领导对团队认
知灵活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26，p=0.012＜0.05）
，假设H2得到支持。团队认知灵活性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0.886，p=0.0＜0.05），假设H3得到支持。表3中
模型6的结果显示，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团队认知灵
活性之后，数字化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不显著（β=0.015
，p=0.764＞0.05），团队认知灵活性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β=0.882，p=0.0＜0.05），表明团队认知灵活性在
数字化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
支持。

然后运用Hayes开发的Process插件执行Bootstraping
抽样,通过5000次随机抽样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分
析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总效应显著（Effect=0.4688
，95%的置信区间为[0.0484,0.8853]），直接效应不显著
（Effect=0.0149，95%的置信区间为[-0.2391,0.2690]），间接
效应显著（Effect=0.4639，95%的置信区间为[0.1274,0.8848]
），也表明团队认知灵活性在数字化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表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表4  中介效应的Bootstarp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理论贡献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揭示了数字化领导和团

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化领导显著提
升工作团队的团队创造力。领导通过自身数字化素养和思维为
团队成员树立榜样，提出明确工作目标鼓励团队成员学习新技
术，促使团队创造力提升。二是团队认知灵活性在数字化领导
和团队创造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高认知灵活性能够帮助团
队成员提高思维灵活性，积极调动资源应对不确定性，保持创
新活力和创造力。

2.管理实践与启示
一是数字化领导的特质和思维通过领导身份及新管理方

式影响团队。企业应重视提升领导数字化素养，鼓励向团队传
授数字技术，助力团队高效高质工作。二是领导应给予团队空

作团队填写调查问卷。研究样本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工作团
队所来自的企业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工作团队包含1个
团队领导和至少2个团队成员。在调查问卷中，对重要概念进行了
说明，包括工作团队是指“为了共同完成一个工作任务而形成的
团队，成员可来自不同部门”；数字技术是指“多种数字化技术
的集称，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团队领导问卷和团队成员问卷，通
过团队领导姓名的拼音缩写确保两种问卷的配对关系。团队领导
问卷包括团队认知灵活性量表和团队创造力量表，以及性别、年
龄、任期时长、团队成立年限等问题；团队成员问卷包括数字化
领导量表，以及性别、年龄等问题。

本研究共向符合要求的89个团队发放了问卷，删除作答不完
整、无法有效配对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49个团队，有效问卷
共215份。样本来自广东、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的企业，涉及制
造业、金融业、互联网等多个行业。所有团队规模均控制在3至8
人之间。

2.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字化领导测量量表为作者自主开发，其余变

量均采用来自权威期刊论文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5
点量表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

（1）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化领导量表编制
步骤1：收集访谈数据。对已完成或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企

业的13名部门主管或高管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获取对数字化
领导内涵的表述，整理形成约七万字访谈资料。

步骤2：进行编码。通过“开放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理
论编码”，构建了包含“数字素养”、“数字化变革愿景”和“
数字化学习导向”三个核心范畴的数字化领导维度模型。

步骤3：编制初始题项。基于扎根理论构建的数字化领导维度
模型，参考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编码结果，邀请人力资源管理领
域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优化和删减，并在10名员工中进行试读和
填答，最终形成包含13个题项的数字化领导初始量表。

步骤4：量表实证检验。运用初始量表进行小规模调查，并
对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呈现出清晰的三因子结构，与模型中的三个
核心范畴契合，这3个因子对整体数据的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了
66.18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一阶三因素模型拟合的效
果最好（TLI=0.963，CFI=0.970，SRMR=0.031，RMSEA=0.068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1
）。

（2）其他变量的测量
团队认知灵活性：采用Martin和Rubin（1995）开发的量表

[25]，共4个题项，例如“团队可以用多种方式传达想法”，该量
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72。

团队创造力：采用Farh和Lee（2010）开发的量表[26]，
共3个题项，例如“我的团队产出具有创造性。”，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73。

蔡亚华等（2013）、韩宏稳等（2016）认为团队领导的
性别、年龄和任期时长会影响团队的创造力[27-28]，罗瑾琏等
（2016）认为团队规模会对团队的社会整合产生影响[29]。因
此，本研究选取了领导者性别、年龄、任职年限、团队组建时
长、团队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1.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字化领导、团队认知灵活性、团队创造

力三个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31、0.772
、0.773，表明三个量表的信度较好。

为检验核心概念因子之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了软件
MPLUS8.0进行深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结果详列于表1中。
分析表1所展示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洞察到，由数字化领
导、团队认知灵活性、团队创造力组成的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
（三因子模型:x2/df=1.668, RMSEA=0.063, CFI=0.926, TLI=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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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自由，鼓励团队思维灵活变通，充分发挥团队认知灵活性优
势。

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不足：样本数量偏少可能对数据分析结果产生一

定影响；本研究采用的横截面数据未能完整展现数字化领导影响
团队成员的动态过程，未来可进行纵向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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